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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校園霸凌受凌者較常用與其知覺較有效的因應策略。研究對

象由 Olweus 整體評估題、校園霸凌受凌者量表篩選出 79 位受凌者。使用自我因應策

略量表，採 Rasch 技術及 MANOVA 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受凌者知覺較有效且常使用

的因應策略為問題解決策略；知覺較無效且較少使用之因應策略為外化、內化之方

式；知覺較無效但卻常用為抽離；知覺較有效但卻較不常用為尋求協助。此外，高中

學生使用內化、外化的頻率顯著高於國小與國中學生。然 5 類因應策略的知覺有效性

在性別及教育階段上並未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建議宜強化受凌者尋求協助之信念及提

升問題解決知能，以提升其因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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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校園霸凌是眾所關注的重要議題，過去研究發現，霸凌問題不見得會隨孩童年齡成

長而消失，反而可能將霸凌習慣或是受霸凌陰影，帶到下一個成長階段（Olweus, 1994）。

霸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更不容小覷，如受害者容易感到焦慮、低自尊（O’Moore & 

Kirkham, 2001），憂鬱症及自殺傾向（Klomek et al., 2016）；對於霸凌者來說，將比起一

般學生更容易發生犯罪行為、輟學、藥物濫用、內化癥候等等的危機（Dodge, Coie, & 

Lynam, 2006）。為了解決校園霸凌所造成的困擾，近年來，各地均致力於推動反霸凌的

防治方案（Ttofi & Farrington, 2009）。 

防制霸凌的作法之一，可由受凌者的角度切入研究，以協助其構建出有效的因應策

略。Garnefski 與 Kraaij（2014）指出，有效的因應策略不僅能對受凌者帶來正向的效益，

甚至可望達到調節焦慮及憂鬱的作用。但是，Crosnoe（2011）提及，當受凌者誤用了

因應策略時，將可能導致其心理失調、降低學習成效等等，反而比原來的情況更糟糕。

根據 Slonje、Smith 與 Frisén（2016）的研究結果顯示，引發受凌者產生負面情緒的因素

之一，就在於當其遇到霸凌事件時，知覺到自己缺乏社會支持及缺乏有效的因應策略。

因此，了解目前學生在受凌時可能選用的因應方式並歸納出可能比較有效的因應策略，

是個迫切且必要的問題（DeLara, 2012; Donoghue, Almeida, Brandwein, Rocha, & Callahan, 

2014）。 

儘管如此，過去的研究中，仍多聚焦於受凌者最常使用的因應策略，對於其因應策

略知覺有效性的研究相對較少。根據 Tenenbaum、Varjas、Meyers 與 Parris（2011）對

4-8 年級的受凌學生進行訪談發現，多數受凌學生指出，他們常用的某些因應策略，結

果是無效的。例如：大部分的受訪者常提到當他們遇到霸凌時，會使用反擊策略（fighting 

back），或許這是最直接可以表達自己情緒的出口，但受凌者也表示往往打輸的機率很

高，且出手的後果也可能替自己帶來更多不必要的衝突；此外，亦有受凌者表示，過去

常使用情緒焦點因應策略（emotion-focused coping）中的哭泣或是直接逃跑的因應方式，

結果反而讓霸凌者增加欺負的意圖。可見，對於受凌者而言，最常使用的因應策略，不

見得是最有效的。且若選用不當的因應策略，可能會導致更負面的身心影響（Crosnoe, 

2011）。因此，為了釐清對於受凌者而言，哪些是他們最常使用也最有效的因應策略；

哪些是最常使用但結果是無效的因應策略，本研究將分別對於因應策略使用頻率及因應

策略知覺有效性進行探討。 

目前，研究者於探討受凌者因應策略的文獻中發現，受凌者的背景變項亦是值得關

注的問題。針對年齡的部分，Camodeca 與 Goossens（2005）提及，當發生霸凌事件時，

年紀越大的青少年比起國小的孩童更容易採用直接反擊；另過去研究也發現，年紀小的

孩童被霸凌時會選擇哭泣和逃跑的方式因應，而年紀大的受凌學生有高達 79.5%會直接

忽視整起霸凌事件（Smith & Shu, 2000）。Naylor、Cowie 與 Del Rey（2001）指出受凌

者的年齡和性別會影響其因應策略，9 年級的女學生比起 7 年級及同年級的男學生，在

受凌時更會選擇告知他人。而 Hunter、Boyle 與 Warden（2004）發現女學生在遇到霸凌

事件時，較會去尋求外界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並視為是最有效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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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推論，受凌者的性別與年齡等背景變項，可能會影響其選擇不同的因應策略。有

鑑於目前的研究結果仍未有一致的發現，本研究希望能進一步探討受凌者之性別、教育

階段與因應策略的關係。 

綜言之，本研究目的為： 

一、分析受凌者知覺較有效的因應策略與實際上較常用的因應策略兩者間的關聯。 

二、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因應策略的使用頻率程

度是否有差異。 

三、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因應策略的知覺有效性

程度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結果有助於釐清受凌學生較常用及認為較有效之因應策略間的差異，協助及

鼓勵學生改採較有效的因應策略，以改善學生被霸凌時的因應能力。 

貳、文獻探討 

一、問題焦點與情緒焦點之因應策略 

Lazarus 與 Folkman（1984）由認知評估學派所發展出因應理論，指出人類在壓力之

下，會先透過自我覺察的方式，對於眼前的狀態進行評估（appraisal），而在整個評估過

程中又稱作是一種擇轉機制(linchpin)，評估的過程會受到自我認知、前置情境、信念、

環境、價值等因素影響，最終形成因應行為。並根據人類的因應行為，歸納出 2 大屬性，

分別為： 

1. 問題焦點因應策略（problem-focused coping）：主要為了改變人與環境間的關係。

並以解決問題為目的，因此，個體會做出某些行為或是改變內在的心理歷程以消

除、改善所處情境下帶來的壓力。 

2. 情緒焦點因應策略（emotion-focused coping）：主要為調整注意力或處理因壓力所

帶來之情緒反應，並控管因其所導致的情緒問題。因此，個體會傾向於調整面對

問題的情緒狀況或是改變其對於事件的詮釋及意義，以減緩壓力。 

Folkman 與 Lazarus（1986）提及，當個體透過評估情境後，知覺情境較可能被改變

時，會傾向選用問題焦點的策略來因應；而當個體透過評估後，知覺其較不容易被改變

時，通常則會改用採取情緒焦點的策略因應。 

二、趨近與規避之因應策略 

過去有學者根據弗洛伊德出版之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整理出趨近

（approach）與規避（avoidance）的概念，將其視為一種防衛機制（Miller, 1944）。而 

Horowitz（1976）在研究人類面對創傷後的反應時，亦發現趨近與規避的模式是一種對

應關係，其指出當人類面臨重大創傷，如：至親死亡等難以承受之痛苦時，會透過否認

（denial）設法將這些傷痛去除，以避免大腦受到提醒而產生更多的刺激。然而，其研

究發現，儘管人類希望藉由否認行為來保護自己，但潛意識中仍無法將這些創傷記憶真

正的刪除。此外，這些規避及內在壓抑的行為，就算透過暫時性的遺忘或是否認，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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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可能還會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比方說，以自我的成長過程為例，過多的否認

行為，除了無法藉由受傷的經驗讓自己克服壓力情境之外，更難達到自我超越；而對於

心理層面來說，除了較容易情緒化、作惡夢之外，更容易將其他事情與此事產生過多的

聯結及不必要的猜測。 

Roth 與 Cohen（1986）綜合了上述的理論，將人類對於壓力因應的行為視為一個複

雜且動態的過程，進而提出兩種策略模式，分別為，趨近策略（approach strategies），其

指出，當人類面對壓力源時，認知上會採取的行動與情緒上的反應，如：尋求資訊來解

決；另，針對規避策略（avoidance strategies），則提及，當人類為了逃避壓力源時，認

知上會採取的行動與情緒上的表現，如：忽視壓力源等。此外，還強調這兩種策略模式，

以人類的認知上來說，其實在任何的時間點均可能同時存在並發生，且於 Approach, 

avoidance, and coping with stress 文章中分別對於兩者之發展及相關研究進行分析，其中

又以作者針對兩種策略模式整理之優缺點表，最受矚目，如表 1 所示。 

 

表 1  

趨近與規避策略之潛在優點與代價分析表 

反應 優點 代價 

趨近 採取適當行動 
以維持平衡 

提高風險，產生隱憂 

規避 減少壓力並獲得希望和勇氣 造成情感麻木、缺乏對於創傷

或壓力源的認識 

資料來源：引自“Approach, avoidance, and coping with stress,” by S. Roth, & L. J. Cohen, 1986,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7), 817. DOI: 10.1037/0003-066X.41.7.813 

三、受凌者於因應策略使用頻率及知覺有效性相關之研究 

過去曾有研究針對反霸凌策略的使用頻率及知覺有效性的關聯進行探討，結果顯

示，使用頻率及知覺有效性之間具有高相關，教師若覺得反霸凌策略有效，則愈會採用

及執行該策略（Chen & Chen, 2018）。雖然該研究並非針對受凌者因應策略進行探討，

但其結果顯示了策略使用頻率與知覺有效性之間具有關聯。社會訊息處理模式（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SIP]）亦可用來解釋兩者之間的關聯（Crick & Dodge, 

1994），該模式認為當事人會對事件進行解碼（decoding）與詮釋（interpretation），接著

則會找尋反應方式（response search）、選擇適當的反應（selection of an optimal response）

和付諸行動（enactment），換言之，受凌者在詮釋階段若認為某些因應策略較為有效，

則可能影響其後續的因應策略選擇及執行。此即可用來解釋受凌者對因應策略的知覺有

效性與使用頻率之間的關聯。 

針對因應策略使用頻率的相關文獻指出，對於校園霸凌的受凌者而言，最常使用的

策略是問題焦點因應策略（problem-focused coping）之中的對外找尋支援（Tenenbaum et 

al., 2011）。另外 Kristensen 與 Smith（2003）則發現受凌學生最常使用的是自立/解決問

題的策略，其次是抽離及尋求社會支持，另也有試圖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及心情，甚至是

避開，不希望與霸凌者接觸及反擊的因應策略。Smith、Shu 與 Madsen（2001）針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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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0-14 歲的英國受凌兒童研究時發現，64.1%的孩童提及最常使用的因應策略為忽視，

其次 24.8%的孩童表示他們會向霸凌者反映；而對於逃避、尋求外界協助及哭泣是較少

用的策略。國內研究發現，多數學生於面臨霸凌事件時會以問題解決導向的因應策略為

最多，使用「忽視」的因應策略為最少，而對於受凌者來說，其採取「壓抑退縮」和「忽

視」的因應策略較多（李卓穎、楊士隆，2011）。由上述可知，對於受凌者來說，儘管

有多項的因應策略可供選擇，但是受凌時學生常用的策略主要以解決問題導向居多，至

於抽離、逃避或忽視則是較少採用的策略。可能因為學生面對霸凌的困境時，仍會試圖

找尋可行策略來解決自身受凌的困境，因此較會選擇較積極的解決問題導向之相關策

略，至於無法解決問題或是延宕問題的逃避法、忽略法則較少被使用。於此，本研究假

設學生面對霸凌事件時的因應策略，較會選擇採用自立/解決問題的策略。 

目前國內研究針對因應策略的相關研究，僅聚焦於其頻率性，對於知覺有效性等相

關研究較少，因此關於學生知覺有效性之文獻彙整，研究者主要呈現國外研究的結果，

Hunter、Boyle 等人（2004）提及，受凌者認為將自己目前的處境及感受，告知有能力

協助的家長或是教師，比起使用直接反擊、逃避等策略來的有效。然 Camodeca 與

Goossens（2005）分析卻發現，對霸凌者而言，其認為受凌者最常使用的因應策略為反

擊，但是，對於霸凌者本身來說，此舉並不會減弱其想要霸凌同學的念頭，因而將反擊

歸類為無效的因應策略。而 Tenenbaum 等人（2011）也提及，往往當受凌者將受欺負的

情況告訴家人或師長後，可能會導致霸凌者更厭惡受凌者，甚至得到更嚴重的霸凌對

待。此外，Kanetsuna、Smith 與 Morita（2006）研究日本及英國 12-15 歲的學生調查發

現，儘管國籍或是文化本身有差異，但學生對於因應策略有效性的認知，卻有相似的結

果，兩國的學生皆認為較有效的因應策略是告訴老師、尋求朋友協助、不理會霸凌者；

而知覺較無效的因應策略為反擊、默許、順從霸凌者。由上述可知，較多數研究結果發

現，學生認為告訴師長或請同儕協助是較有效的受凌因應策略，至於直接反擊、逃避或

忽略則是較無效的因應策略。可能因為霸凌具有力量失衡的特徵，自身能力或勢力不足

以解決受凌困境時，向外尋求協助及引入外力支持對學生來說可能有助於解決霸凌問

題，至於直接反擊或逃避則無法解決問題並可能讓問題更嚴重。是故，本研究假設，受

凌者知覺較有效的策略可能為尋求社會支持。 

綜言之，本研究假設受凌時學生常用的策略為自立/解決問題的策略，而受凌者學生

知覺較有效的因應策略可能為尋求社會支持，因此，研究者推論，受凌者本身對於常用

的因應方式與其知覺有效的因應策略之間可能有差異。 

四、受凌者背景變項與因應策略 

於探討受凌者因應策略的文獻中發現，受凌者的背景變項亦是值得關注的問題。針

對性別議題來說，Hunter、Mora-Merchan 與 Ortega（2004）的研究顯示，不同性別的學

生對於因應策略的選擇會不同，女同學遇到霸凌事件時往往會選擇向外尋求朋友或家人

的支持，或是採用直接避開的方式；而男同學會選擇和霸凌者談、或忽視霸凌事件等做

法。Tenenbaum 等人（2011）指出多數男學生表示會直接向霸凌者反抗，而多數女學生

則會用疏遠、內化、逃避霸凌者的應對方式（Skrzypiec, Slee, Murray-Harvey, & Pe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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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而李卓穎、楊士隆（2011）也提及，性別與因應策略的差異性，在「直接採取

行動」的層面上，多數男學生表示其使用的頻率會高於女性。而在「壓抑退縮」層面上，

女性則有明顯高於男性的現象。除了上述提及性別與因應策略的差異之外，過去研究亦

提及，學生告知成人的意願，似乎也有性別差異。根據 Bauman、Meter、Nixon 與 Davis

（2016）發現，女生比起男生在遇到受凌情境時，更不會選擇告訴成人自己的遭遇。Jan

與 Husain（2015）也發現女學生比起男學生更常使用「忽視」來處理霸凌問題。然 Naylor

等人（2001）卻指出，男同學比起女同學更不願告知他人，自己被欺負的情況。雖然關

於性別及因應策略的結果，目前尚未有一致的發現。但可以知道的是，在面臨霸凌問題

時，女學生與男學生在告知成人意願，及選擇的因應策略可能不同，過去較多研究提到，

受凌的女同學較男同學易採取尋求社會支持為因應策略，而男學生遇到霸凌議題時，會

傾向外化的因應策略。研究者認為，儘管目前於性別教育中強調性別平等，並鼓勵受害

者要勇於說出口，但是受到華人文化的影響，對於男性該選擇哪些因應策略，仍存在傳

統化的刻板印象及偏見，導致男同學較不會選擇對外尋求協助及支持，因而本研究提出

假設，性別差異會影響其選擇不同的因應策略。 

就教育階段而言，Hampel 與 Petermann（2005）比較 3 年級孩童及 7 年級青少年對

於因應策略使用頻率分析後發現，年級越小的學生其選擇服從霸凌者的程度越高，且較

高年級學生較常使用情緒焦點因應策略讓自己的情緒得到轉移。Camodeca 與 Goossens

（2005）則提及，當發生霸凌事件時，年紀越大的青少年比起國小的孩童而言，更容易

採用直接反擊的方式因應。此外，Kristensen 與 Smith（2003）分析 4-9 年級的受凌學生

後發現，低年級學生比起高年級學生，更常採用尋求社會支持，抽離，以及內化的因應

方式。然李卓穎、楊士隆（2011）探討高中職同儕間霸凌行為及其因應策略後卻有不同

的研究結果，其發現不同年級的學生與其使用之因應策略並無顯著差異性。雖然目前研

究中尚未能具體歸納出不同年齡層的受凌學生，知覺那些因應策略較有效，但文獻中大

致可發現，似乎低年級學生較易採取尋求社會支持為因應策略；高年級學生較易採取外

化為因應策略。研究者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受凌的學生在低年級的時

候，由於各方處於弱勢的階段，因而較容易選擇服從霸凌者或是倚靠外在的力量解決受

凌的問題，而隨著年紀越大，自尊心及各方的能力均可能隨之改變，導致當其遇到霸凌

問題時，會傾向試圖靠自己力量解決的方式處理，然，受凌的定義之一，為本身與霸凌

者處於力量不對等的情境，因而當受凌者判斷無法正面解決時，也只能選擇偏向情緒發

洩的管道來因應了，因而，本研究假設，學生年級不同所採用之因應策略也有所差異。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主要以國小 4 到 6 年級及國中與高中學生為主，以便利取樣方式，選取

台灣中、南部地區 3 個縣市之小學 4 間、國中 3 間、高中 3 間，共 10 校進行問卷施測，

取樣的縣市包括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市。國小每校選取 3 個班，每班約 20

人，共 217 份；國中每校選取 3 個班，每班約 20 人，共 196 份；高中每校選取 3 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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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約 20 人，共 180 份。合計共發放約 600 份問卷，實際回收 593 份問卷，問卷回收

率為 98.8%。由於本研究聚焦於校園霸凌受凌者，根據 Olweus 校園霸凌整體評估題及

校園霸凌受凌者短版量表進行篩選後（詳見研究工具的說明），發現共有 79 位自陳受凌

者，平均年齡為 12.2 歲（SD = 2.11），校園受凌的盛行率約為 13%，包括 41 位男生

（51.8%）、38 位女生（48.2%）。其中，國小受凌者為學生有 46 位（58.2%）；國中受凌

者有 21 位（26.6%）；高中受凌者有 12 位（12.5%）。 

二、研究工具 

為了瞭解研究對象於校園霸凌事件中的角色，選用了 Olweus 發展的校園霸凌整體

評估題（global items of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OBVQ]），以進行角色之認定

（Olweus, 1996b）。主要測量過去兩到三個月內，學生自陳在學校裡被欺負的頻率。選

項採用五點式頻率量表，由 1 至 5 分別代表「完全沒有」、「1-2 次」、「每個月 2~3 次」、

「每週 1 次」、「每週數次」。請學生依實際發生頻率進行填答，並以每個月 2 至 3 次以

上為截點（Solberg & Olweus, 2003），若受試者勾選截點以上的選項，即為自陳校園霸

凌事件中之受凌者。 

接續選用 Mok、Wang、Cheng、Leung 與 Chen（2014）所使用的「校園霸凌受凌者

短版量表」（School Bullying Scales-the Short version of Victim Subscale, [SBS-SV]）。主要

用以分析，受凌者會受到那些校園霸凌行為的欺負。SBS-SV 包含了肢體、言語、關係、

網路共 4 種霸凌類別，例如：「別人對我拳打腳踢」、「別人當眾說我的壞話」、「別人結

合同伴排擠我」、「別人在網路上散播關於我的謠言」等，合計共為 8 題。SBS-SV 的試

題－總分相關（item–total correlations）介於 .45 至 .65 之間。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

（Cronbach’s α）為 .81（Mok et al., 2014）。請受試者評估最近 2-3 個月內的狀況，採用

五點式頻率選項進行填答，由 1 到 5 分別代表「完全沒有」、「1-2 次」、「每個月 2~3 次」、

「每週 1 次」、「每週數次」。並以每個月 2 至 3 次以上為截點（Solberg & Olweus, 2003），

若受試者在任一題勾選每月 2-3 次及以上之選項，即為自陳受凌者。選擇併用整體評估

題及 SBS-SV 行為評估題來辨識自陳受凌者，乃是參考 Olweus OBVQ 量表的作法，其

量表亦以整體評估題及行為評估題來篩選出受凌者，若受凌者於整體評估題或是行為評

估題中的任一題，勾選每個月 2-3 次以上，即視為自陳受凌者（Solberg & Olweus, 2003）。 

針對因應策略的部分，Causey 與 Dubow（1992）依據趨近策略及規避策略發展出

適用於學生的因應策略量表（Self-Report Coping Measure, [SRCM]），其主要以假設情境

來測量學生之因應策略。趨近策略包含 2 因子，分別是自立/解決問題、尋求協助；迴避

策略則包括 3 因子，分別是內化、外化、抽離等因應策略，定義如下： 

1. 問題解決（self-reliance/problem-solving, [SR/PS]）：擁有獨立問題解決的能力或方

法。例如：我盡量想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2. 尋求協助（seeking social support, [SSS]）：試圖向外尋求以獲取力量。例如：我跟

別人提及我目前的感受。 

3. 抽離（distancing, [D]）：與特定發生的事件本身產生距離。例如：我若無其事地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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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化（internalizing, [I]）：隱蔽自己的情緒，偏向過度控制，以抑鬱或各種形式的

焦慮形式表達，例如：我雖然很沮喪，但我不能跟任何人訴說。 

5. 外化（externalizing, [E]）：外顯自己的情緒，容易表現出具攻擊性、衝動性、反

社會性和挑戰性行為。例如：把自己的情緒展現出來。 

共計有 34 題，採用五點量尺計分，由 1 到 5 分別表示「從不」、「很少使用」、「使

用一些」、「經常使用」、「總是」。Kristensen 與 Smith（2003）為了能夠測量受凌學生之

因應策略，將 Causey 與 Dubow 的情境假設問句改編為較符合霸凌的情境，如：當有人

在校內一再欺負我（侮辱、動手、威脅、散佈謠言）時，我通常會如何因應？並將試題

縮短為 20 題，5 因子各有 4 題供受試者填答。本研究選用 Kristensen 與 Smith（2003）

的版本。量表試題翻譯經由兩位校園霸凌專長教授及二名外文所碩士的檢閱，以確保試

題的中文與原量表試題內容一致。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介於 .6 至 .8 之間（Kristensen 

& Smith, 2003）。針對各類別的試題進行加總，得分越高即表示受試者對於該因應策略

的使用頻率高於其他因應策略。  

為了在受凌者因應策略的頻率及知覺有效性之間進行比較，因此本研究採用相同試

題、不同選項的方式讓學生填答，換言之，學生要填寫 20 題的受凌者因應策略使用頻

率及 20 題的受凌者因應策略知覺有效性。先就受凌者因應策略使用頻率而言，根據本

研究樣本進行分析後發現，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Cronbach’s α）為 .88，修正的項目與

總分相關（item-total correlation）介於 .37 至 .62 之間，皆符合修正的項目總相關高於 .3

的標準。運用 Conquest 2.0 版軟體進行 Rasch 分析，結果發現以部分給分模式（partial 

credit model, [PCM]）進行分析的模式資料適配度，優於評等量尺模式（rating scale model, 

[RSM]）之分析。因此，後續採用 PCM 來進行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受凌者使

用因應策略頻率試題的 infit MNSQ 介於 1.21~0.77 間，符合 Linacre 與 Wright（1994）

提出應介於 1.4~0.6 之間的標準。此外，採用項目分離信度（item separation reliability）

指標以檢視樣本是否能有效區辨不同難度的題目，若此數值愈高，則代表不同難度的試

題在此樣本下能被有效區分的穩定程度。Linacre（2006）建議該數值應大於 .9，而本

研究的項目分離信度為 .93。 

至於受凌者因應策略的知覺有效性，採 5 點量尺，由 1 到 5 分別表示「非常無效」、

「無效」、「普通」、「有效」，「非常有效」。將各類因應策略的分數加總，該類別的得分

越高即表示受試者知覺該因應策略類別的有效性高於其他因應策略。根據本研究樣本資

料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Cronbach’s α）為 .90，修正的項目總相關

介於 .44 至 .63 之間。受凌者知覺因應策略有效性試題的 infit MNSQ 介於 1.16~0.79 間，

符合 Wright 與 Linacre（1994）提出應介於 1.4~0.6 之間的標準。此外，項目分離信度

為 .93。顯示本研究工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研究程序 

研究場域為台灣中南部地區之國立小學、國中及高中，由研究者電話聯絡學校代理

人，說明研究目的後，徵求學校同意參與研究。計有 10 所學校同意參與研究。再由研

究者詳細說明樣本的選取及問卷施測的程序。之後，請學校代理人安排該校學生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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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如：早自習、午休等時段，由研究者親自攜帶學生因應策略問卷入班進行施測。問

卷為自願填答，學生有權利選擇是否願意填答問卷。對於不同意填答的學生，則請他們

在座位上自習，無須填答問卷。而為感謝校方代理人及學生填答，本研究提供每位填答

問卷之學生每人一塊巧克力餅乾、每位學校代理人 100 元超商禮卷作為回饋。問卷採匿

名施測，待問卷施測完畢，再統一收齊問卷。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透過 Rasch 分析以提供問卷之信效度證據。因為 Rasch 測驗能進行題目品質

檢核，並提供相關指標證據；而且，Rasch 技術能將順序選項所獲得的數據轉換為等距

量尺，以利進行不同因應策略之間的比較與排序（Bond & Fox, 2007）。首先，會先以多

向度 PCM 模式來進行分析，針對知覺有效性及使用頻率的數據進行同時估計，以利頻

率及知覺有效性試題的同時比較。接著，為了分析受凌者知覺較有效的因應策略與實際

上較常用的因應策略兩者間的關聯，本研究選用 Rasch 技術中的 Wright map 進行呈現，

即可得到因應策略之頻率排序（如：較常用／較不常用），及知覺有效性的因應策略排

序（如：較有效／較無效），並將兩個尺度交差成四象限，即可分析出：較常用且較有

效的因應策略；較常用卻較無效的因應策略；較不常用但卻較有效的因應策略；較不常

用而且也較無效的因應策略。 

針對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因應策略的使用頻率及知覺有效

性上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以 SPSS 21.0 版，使用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one-way 

MANOVA）進行分析。主要探討受試者間變項：性別（男／女）、教育階段（國小／國

中／高中）之學生，對於受試者內變項：使用 5 因子之因應策略使用頻率及知覺有效性

（問題解決、尋求協助、抽離、內化、外化）是否有差異；當變項間有差異存在時，接

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考驗其顯著性，並進行事後比較。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受凌者因應策略的使用頻率及知覺有效性間的關聯 

本研究採用 Rasch 分析，得到因應策略使用頻率性及知覺有效性之項目估計值（Item 

estimate），排列出兩者之四象限圖（參閱圖 1）。X 軸為使用頻率、Y 軸為因應策略的知

覺有效性，座標的負值代表學生較容易同意試題的敘述，正值代表學生較不容易同意試

題的敘述。換言之，座標的負值代表受凌者的因應策略頻率使用性較高且知覺該因應策

略較有效，正值表示受凌者的因應策略使用頻率較低且知覺該因應策略較無效。研究結

果發現，受凌者知覺較有效且常使用的因應策略，多為問題解決策略；知覺較無效且較

少使用之因應策略，較多為外化及內化策略；知覺較無效但卻常用之因應策略，較多為

抽離之因應策略；知覺較有效但卻較不常用之因應策略，較多為尋求協助之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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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為頻率使用性、Y 軸為知覺有效性之因應策略，括號中的數值是題目估計值，單位為 logits 

圖 1 自陳受凌者因應策略的使用頻率及知覺有效性之四象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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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性別與因應策略使用頻率 

經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檢定發現 Wilks’ Λ 數值為 .85（p = .03），已達顯著水準。

表示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因應策略 5 個因子的使用頻率程度有顯著差異。接續再進一步進

行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在 5 個依變項上之 F 值分別為:尋求協助（F = .21，p 

= .64）、問題解決（F = .47，p = .49）、抽離（F = .32，p = .57）、內化（F = 1.74，p = .19）、

外化（F = 3.01，p = .08）。表示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因應策略 5 因子的使用頻率程度皆未

達顯著（參閱表 2）。 

 
表 2  

不同性別在因應策略使用頻率之 MANOVA 檢定結果摘要表 

變異來源 因子名稱 MS F p 

性別 尋求協助 .16 .21 .64 
 問題解決 .45 .47 .49 
 抽離  .40 .32 .57 
 內化   1.94 1.74  .19 
 外化 2.96   3.01 .08 

三、學生教育階段與因應策略使用頻率 

本研究將學生教育階段分成三組進行分析，分別為國小（N = 46）、國中（N = 21）、

高中（N = 12）。經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檢定發現 Wilks’ Λ 數值為.76（p = .02），已

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因應策略 5 個因子的使用頻率程度有顯著差異

之情形。進一步進行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在 5 個依變項之 F 值分別為:尋求協助（F 

= .66，p = .51）、問題解決（F = 1.14，p = .32）、抽離（F = .69，p = .50）、內化（F = 6.49，

p = .00）、外化（F = 5.93，p = .00）。（參閱表 3）。接續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不同教

育階段的學生在內化、外化之使用頻率上達顯著差異，在內化因應策略上，高中學生使

用頻率大於國中學生及國小學生（p < .05）；在外化因應策略上，高中學生使用頻率大

於國中學生及國小學生（p < .05）。此外，不同教育階段對於內化、外化之解釋變異量

（關聯強度）為 11.3%、11.2%。 

 

表 3   

不同教育階段在因應策略使用頻率之 MANOVA 檢定結果摘要表 

變異來源 因子名稱 MS F p 

教育階段 尋求協助 .50 .66 .51 
 問題解決 1.60 1.14 .32 
 抽離 .86 .69 .50 
 內化 6.38 6.49* .00 
 外化 5.30 5.93* .00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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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性別、教育階段與因應策略知覺有效性 

性別與因應策略知覺有效性結果，經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檢定發現 Wilks’ Λ 數

值為 .95（p = .64），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因應策略 5 個因子的知覺有

效性程度無統計上差異；而針對學生教育階段與因應策略知覺有效性，經單因子多變量

變異數分析檢定發現 Wilks’ Λ 數值為 .91（p = .71），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教育階段

的學生在因應策略 5 個因子的知覺有效性程度無統計上差異。由上述結果得知，性別、

教育階段對於因應策略的知覺有效性均未達統計上的差異。 

五、討論 

針對受凌者知覺較有效的因應策略與實際上較常用因應策略，本研究結果與

Kristensen 與 Smith（2003）發現為一致，其指出受凌學生最常使用的是自立/解決問題

的策略，最少使用的是內化和外化。其次，本研究結果發現，受凌者知覺較有效的因應

策 略 為 問 題 解 決 ， 而 知 覺 較 無 效 之 因 應 策 略 為 內 化 及 外 化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Hamdan-Mansour、Puskar 與 Bandak（2009）發現一致，其指出以問題為導向的因應策

略比情感導向之因應策略更有效。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學生認為尋求協助是比較有效的

方式因應，但卻不常使用。對此研究者推論，儘管受凌學生可能面臨到不同的威脅甚至

是受到不同的霸凌情境，但是其在信念上仍會擔心，若尋求師長及外界的協助，可能會

將事件公開，而對自己造成更大的傷害，正如同 Tenenbaum 等人（2011）的研究發現，

當受凌者將受欺負的情況告訴家人或師長後，往往可能會導致霸凌者更厭惡受凌者，甚

至得到更嚴重的霸凌對待。也可能是因為，學生習慣於自力解決自身問題，以彰顯獨立

性。然而，校園霸凌具有力量失衡的特性，可能使受凌者無力面對。因此，未來霸凌防

制策略宜鼓勵學生尋求協助，包括同儕或是師長的協助，以降低受凌情境對當事人產生

的負向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以學生性別對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知覺有效性來說，均並無統

計上的差異，意指，男同學與女同學遇到霸凌事件時，常用及知覺有效的因應策略可能

相似，此與過去研究結果及本研究假設不同，Tenenbaum 等人（2011）發現多數男學生

表示會直接向霸凌者反抗，而多數女學生則會用疏遠、內化、逃避霸凌者的應對方式

（Skrzypiec et al., 2011）。對此研究者推論，可能因為我國近年來相當重視防治霸凌的教

育宣導，提倡遇到霸凌事件時的因應方法、通報管道，並於朝會或班會進行全校、全班

性的說明，因而不同性別學生在選擇因應策略時會較一致。 

另外在不同的教育階段與使用頻率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兩者間達顯著差異，並顯

示高中學生使用內化及外化之因應策略的頻率上，會大於國中及國小的學生。此結果同

於 Camodeca 及 Goossens（2005）的發現，他們的研究顯示當發生霸凌事件時，年紀越

大的青少年比起國小的孩童而言，更容易採用直接反擊。另外，Hampel 與 Petermann

（2005）指出，年級越小的學生往往選擇服從霸凌者的程度越高，同理，越高年級服從

霸凌者的程度可能就越低，但受凌者往往可能是處於弱勢的一方，若本身不敢正面反擊

或是不敢對外發聲，即可能選擇以外化及內化的方式來宣洩其情緒。而針對不同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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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與知覺有效性的結果來看，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對於 5 因子因應策略的知覺有效程

度均差不多，未呈現顯著差異。 

雖然，Lazarus（1993）分析因應策略模式後提及，問題焦點因應策略較能產生正面

的效果，情緒焦點因應策略則反之。然，本研究結果卻發現，雖然學生知覺有效與較常

使用為問題解決的因應策略，但是在使用頻率上，高中學生對於內化、外化的因應策略

卻顯著高於國小與國中學生。可見，儘管已有研究證實問題解決可能為較佳的因應策

略，然，對於高中學生來說，遇到問題時，仍較少採用，本研究推測，可能因為不同教

育階段學生都接受了相當多的防制校園霸凌宣導，因此在認知上會較為一致，但在實際

面臨校園霸凌事件時，雖然不同年齡之受凌者同時涉入了負向情緒，但青少年中後期在

情緒波動上所要面臨的挑戰更大，於是較會採取更多的內化或外化策略來因應。這也凸

顯出高中階段的學生，在認為有效的因應策略與實際採用的因應策略之間有所落差，雖

然知道解決問題及向外求助策略較有效，但在受凌的負向情緒影響下，可能還是會多採

用外化及內化策略來排解實際上的情緒困境。 

伍、結論 

本研究目的一，分析受凌者知覺較有效的因應策略與實際上較常用因應策略的關

聯。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受凌者知覺較有效且常使用的因應策略為問題解決策略；

知覺較無效且較少使用之因應策略為外化、內化策略；知覺較無效但卻常用之因應策略

為抽離策略；知覺較有效但卻較不常用之因應策略為尋求協助策略。 

針對研究目的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因應策略的使

用頻率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學生在選擇因應策略上均無差異，然，教育

階段中，高中學生使用內化因應策略及外化因應策略的頻率會大於國中學生及國小學

生。 

而研究目的三，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因應策略的知覺

有效性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及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在知覺因應策略的有

效性程度均無差異。 

陸、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研究限制為，在研究方法上選用了量化方法調查受凌者之因應策略，但如同

Bosacki、Marini 與 Dane（2006）認為，雖然於霸凌議題的相關研究上，量化研究已提

供了許多關鍵性的發現，但相對地也較難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去理解自己對於受凌的經

驗及讓研究者聽到他們的故事。或許，未來有機會，針對受凌者因應策略這個議題，可

以運用質性研究的方式，深入訪談方能理解受凌者他們心中認為較有效的因應策略及原

因。另外，本研究由於人力及時間上的考量，僅採用便利取樣方式選取中南部四個縣市

的中小學進行調查，在樣本代表性上有所侷限，因此本研究結果的推論性會受到部分限

制。 

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如下建議： 

1. 建議教師及輔導人員，應多加強對於霸凌事件的辨識能力及後續介入的相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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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以此來呼應學生的尋求協助因應策略，因為當受凌者選擇向老師報告並尋求

支援時，往往事情已經超越當事者可以控制或是已經壓抑一段時間了，此時，學

校端知情後應立即伸出援手協助解決，以保護學生。在此，亦建議教師應接受防

制霸凌相關訓練，以具備處理解決霸凌事件及輔導學生的能力。 

2. 建議各界對於高中階段受凌者的協助與輔導，應兼顧根本解及症狀解，一方面提

供外力協助以致力於消除霸凌事件，另一方面就是在改善受凌情況的過程中，要

提供緩解及調節情緒之策略，以避免受凌者採用較無效的外化及內化策略來處理

自身負面情緒。 

3. 建議未來校方在進行反霸凌宣導時，可以適度地導入國外現有的成功案例，如:

以學校為本位的霸凌因應計畫 “coping with bullying”。從課程的方式實施、教導

學生，讓他們知道當遇到霸凌事件時需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並設計出因應策略

的相關教材，主題為「尋求社會支持」、「站起來為同伴/朋友」、「外化」、「解決問

題」等等，讓學生可以意識到因應策略的使用及如何保護自己（Didaskalou, 

Skrzypiec, Andreou, & Sle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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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ping strategies which bullied victims 

often use and perceive to be effective and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requency and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of cop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background variables (gender and education). A total of 59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elementary,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This study 

adopted the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School Bullying Scales-the Short version 

of Victim Subscale, and screened 79 victims as participants. Self-Report Coping Measu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coping strategies. The analysis adopted Rasch measurement and 

MANOVA method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Self-Reliance/Problem Solving” 

was most often used and perceived as more effective.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were perceived as less effective and were rarely used. “Distancing” was perceived as less 

effective but was often used. However, “Seeking Social Support” was perceived as more 

effective but was rarely used.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frequency in 

using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chools 

can enhance students’ knowledge on coping strategies of “Seeking Social Support” in 

bullying incidents to reduce and prevent 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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